企业入驻高新技术园区提高了创新绩效吗？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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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估计方法从微观视角研究企业入驻高新区的实际效应，研究发现：（1）在控制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后发现，企业入驻国家级高新区能够有效提升其自身创新绩效，且结果稳健；（2）相比省级高新区，入驻国家级高新区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3）高新区政策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企业异质性，初创期、小规模、民营的东部企业从“入驻行为”中获益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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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Enterprises Improve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y Entering High-tech Zone:An Empricial Research Based On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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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to study the actual effect of the enterprise entering into the high-tech zone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fter controling the selective bias of the sample, it is found that the enterprise which enter into the high-tech zon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its ow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2) Compared with the provincial high-tech zones, the effect of the enterprise which enter into the state-level high-tech zones is more obvious ; (3) the impact of the high-tech zone policy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has obvious heterogeneity.Specifically, the initial, small-scale, private eastern enterprises benefit  most from entering high-tech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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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而企业创新则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Adner认为有效的创新是一个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就是一种协同整合，企业需有效利用外部互补性的知识资源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产业集聚区作为企业有效利用外部互补知识的重要政策干预手段，是众多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产业政策之一，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最具典型代表的如美国的硅谷、英国的M4的工业走廊以及意大利瓦兰扎诺技术城等。受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影响，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开始积极探索产业集聚区的“中国模式”，先后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贸易园区等在内的各类开发园区，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辐射区域创新，带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园区，近四十年来发展迅速。截止2016年底，国务院总共批准设立了145家国家级高新区，上百家省级高新区，高新区已经覆盖了各省级区域，如图1所示。与此同时高新区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据科技部火炬中心测算，国家级高新区集聚了全国40%以上的企业研发投入和高新技术企业，高新区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人员密度达到全国的2.7倍和14.6倍，高新科技园区已成为支撑国家创新投入、带动区域创新发展的中流砥柱。从中宏观层面上看，高新区发展状况良好，然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入驻高新区①对于企业创新是否有促进作用？如果有，是否对于省级高新区以及国家级高新区均有促进作用？对于不同企业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但有助于评价高新区政策建设过程中的微观效应，而且对于新常态背景下的高新区发展模式探索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图1 截止2016年底国家级高新区的地理分布情况 

理论上，企业入驻高新区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可分为两个方向，即促进和抑制。从促进角度看，可能通过以下两个方面作用：第一，集聚效应，具体地，区内企业由于知识溢出及协同合作带来技术及成本优势，直接促进企业创新，部分文献也已证实了集聚对于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如Powell以及Tallman分别从集群网络知识溢出和竞争优势方面证实集聚区有利于企业创新活动[
][
]，Combes et al.强调开发区政策有助于形成较强的集聚经济[
]；第二，洼地效应，由于区内企业交易成本较低以及资源优势突出，吸引了大量的创新创业投资，从而促进企业创新。然而高新区政策也可能通过以下方式抑制企业创新：第一，寻租效应，高新技术园区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对入驻企业往往提供多种优惠措施，当政策扶持力度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入园动机可能扭曲为寻求“政策租”，从而弱化区内企业的联动合作机制，抑制企业间创新。实证上郑江淮等也证实了企业“扎堆”开发区背后的寻租行为[
]；第二，拥挤效应，具体地，拥挤效应可以从要素拥挤以及服务拥挤两方面抑制企业创新。首先，根据俱乐部理论可以认为当园区内投入要素达到一定程度后会由于投入过多而造成的要素堵塞而制约其创新产出，Brakman et al.也证实了产业集聚区中存在的要素拥挤效应[
]；其次，由于园区内存在多类型的公共服务机构，如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当园区内的入驻企业达到一定数量时，可能会由于过度竞争服务资源造成服务拥挤现象，即产生负外部性。 

既然理论上企业入驻高新区行为与创新的关系未能达到一致，那么在实际研究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比较成熟，但是仍然未达到一致的结论，主要分为三类观点。第一类研究表明企业入驻科技园区对于创新产生积极影响，如Squicciarini对芬兰[
]，Siegel et al.对英国[
]，luger对美国[
]，Andrés et al对西班牙等的结果均支持科技园区的积极效应[
]，Yang et al.发现知识溢出以及合作成本的降低使得园区内的企业的研发产出弹性比园区外企业更高，投资效率更具优势[
],Díez et al.从产学研合作角度出发，发现致力于与大学、科研机构合作的企业以及积极与同质企业合作的企业获得的创新效益会更高[
]，Huang et al.从企业规模异质性角度考察了研不同规模企业的效应异质性，发现小型企业入驻园区对自身创新的提升程度更高[
]；第二类的主要观点认为，科技园区政策对于企业创新无显著促进作用。Lamperti et al.对意大利[
]，Yiannisde et al.对希腊[
]，Storey et al.对英国[
]，Chan et al.对南非[
]等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园区政策对于企业的创新绩效无直接影响，Ramírez-Alesón et al.通过对西班牙园区内外企业对比发现园区政策对企业创新虽无直接影响，但是区内企业可以通过出口以及合作等方式间接增强彼此的创新能力，并且指出园区政策的有效性与企业自身策略选择有关[
],另外还有些研究表明在创新产出方面虽无显著影响，但是在销售收入、利润率或者企业生存率方面却有显著促进作用[
][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文献即第三类研究发现，入驻园区行为甚至有负面效应，Timothy et al.发现集群效果存在边际规模递减效应，当集群内的企业超过一定数量时集群可能产生不经济性[
]。Nishimura&Okamuro则以日本产业集群项目ICP为例，发现加入集群区不仅不能影响研发生产率，甚至会由于研发协同行为降低专利的质量以及数量，进而降低研发生产率[
]；国外研究结论不一致可能是由于评估对象的差异，不同国家背景下的政策评估效果根据各自发展特点而呈现出不一致结果，那么具体到中国高新区政策效应评估，是否能得到一致结论？ 

纵观国内研究，对于高新区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高新区政策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高新区绩效评价上，近年来随着微观数据的可得性，国内学者逐渐开始了园区政策②的微观效应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分支展开研究：第一个分支主要研究开发区政策对于企业生产率的作用以及影响渠道。向宽虎和陆铭[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区域战略的调整对于资源配置效率是否产生了扭曲进行了研究，发现开发区政策对于沿海企业的增长更为有利，对内陆企业则可能产生反效果；而徐伟民[
]利用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相关数据，将开发区企业与非开发区企业对比分析发现开发区建设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没有明显的作用，与之相反，无论是区内还是区外企业，税收政策对于企业生产率都有明显的作用；王永进和张国峰[
]在判定开发区企业具备生产率优势的基础上，发现生产率优势主要来源于“集聚效应”及“选择效应”，开发区成立初期“集聚效应”占主导，而成立后期“选择效应”则占主导，并且效应存在明显的企业异质性；第二个分支主要研究开发区政策对于企业出口的影响。吴敏和黄玖立[
]发现国家级开发区政策对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特别对加工贸易的影响更为明显，且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促进程度存在差异；而陈钊和熊瑞祥[
]以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开发区的一种）为研究对象，运用倍差法发现区内的扶持政策对不同行业内企业的出口额的影响不同，政策效果在那些原先就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中并不存在,而对那些原先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作用显著；不同于上述研究，沈鸿和顾乃华[
]同时考虑开发区政策及集聚经济对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的影响，发现以开发区为代表的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对出口企业贸易方式升级产生了负面效应。上述文献为我们理解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提供了深刻的见解，但令人遗憾的是，不同于国外学者，国内研究学者主要从生产率或者贸易视角研究开发区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少数从企业创新角度研究开发区政策效应的[
]，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样本选择问题，研究对象仅选取了高新技术企业，不能反映一般的政策效果；（2）数据集采用的是城市数据，而没有具体到微观的企业层面，以宏观数据论证微观效应可能产生一定的偏差；（3）内生性问题，即入驻园区的企业在入驻之前就比非入驻企业的企业表现好，仅仅将两类企业直接进行对比导致内生性问题。 

基于此，本文将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倾向得分匹配这一估计方法，从微观视角研究高新区的政策效应，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从企业创新的视角研究高新区政策的微观效应，完善了现有研究；第二，在实证方法上采用了PSM方法来识别企业入驻高新区对企业创新的处理效应，避免了直接使用OLS回归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问题；第三，在估计入驻整体效应基础上，本文分别考虑了入驻不同级别的高新区以及不同企业入驻同一级别高新区下的异质性效应。
本文余下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数据变量及方法；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第四部分是进一步讨论；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2 数据、变量与方法 

2.1 数据 

    本文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维护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时间跨度是1998-2007 年，该数据库包含了所有的国有企业以及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每年的样本企业数目接近20万家，遍及全国各个地区，是目前样本容量最大的微观数据库，该数据库主要包含的信息有：企业基本情况、企业产值数据以及企业财务信息。需要说明的是，由于2002年以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发生改变，且2004年的新产品产值的指标缺失，为了保证数据的连续性以及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故本文最后选取的数据时期为2005-2007年。 

    另外，虽然中国工业数据库内容丰富，但是同时也存在样本匹配、指标异常以及缺失的潜在问题[
]，因此本文根据本文的需要以及聂辉华等建议的程序对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了如下整理：首先由于样本匹配问题严重，故本文使用截面数据来处理；其次，对数据库按照以下原则进行了删除：（1）企业总产值、职工人数、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为负数的值；（2）不满足规模以上的标准的观测值，即固定资产净值低于1000万元、或者销售额低于500万元、或者职工人数少于10人的观测值；（3）剔除了一些明显不符合会计原则的观测值，包括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的观测值等；（4）只保留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GB/T）二分位（Two-Digit）13~43代码之间的制造业企业观测值 

2.2变量的选取与描述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索入驻高新区的企业较非入驻企业的创新绩效差异，关键处理变量是公司注册地址是否是在高新区内③，而创新绩效一般可以由专利量、新产品产值来衡量，学术界普遍认为发明或者专利数并不一定投入市场转化为产品，Pakes&Gliches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新产品均会申请专利，且专利数目多少与其经济效应并无直接关系[
]，因此专利用来衡量创新绩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笔者参考董晓芳等的做法[
][
][
]，选取新产品产值作为衡量企业创新水平，并且在最终分析时取新产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来衡量企业的创新绩效，这一指标反映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绩效，是应用化的绩效指标。

另外，在协变量选取中应该关注影响企业入驻的因素，以此作为匹配的协变量。根据现有理论和经验研究结论，影响企业入驻选择的因素主要是技术获取因素、市场渗透因素以及政策获取因素，本文认为，技术获取因素与企业自身经营特征紧密相关，选取了公司规模、成立时间、企业所有制、负债情况、研发强度、生产率以及人力资本等特征变量作为其代理变量；而市场渗透因素与地区市场环境相关，与可用企业所在地区人均GDP来衡量；政策获取因素使用企业的补贴收入作为代理变量。具体来说，本文根据研究需要选取了以下协变量： 

表1 变量选取及说明

	变量名
	名称
	变量说明

	size
	企业规模
	以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表示

	PRO
	企业所有制
	如果属于国有企业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Age
	企业年龄
	截止观察年份企业成立的年份数

	CI
	资本密集度
	固定资产/员工总数

	Export
	出口
	虚拟变量，若企业出口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RI
	研发强度
	研发投入/总资产

	Subsidy
	政府补贴
	用补贴收入作为代理变量

	GDP
	人均GDP
	企业所在地区的人均GDP

	Industry
	行业虚拟变量
	当某一企业属于特定细分行业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City
	地区虚拟变量
	当某一企业属于特定城市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在进行匹配之前，笔者分别对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描述性统计并对各个变量进行独立双样本T检验，通过直接对比两类企业，笔者初步发现：第一，就入驻企业来说，整体上新产品产值要显著高于非入驻企业，但是这是否直接代表入驻企业的创新绩效就更高？很显然并不能单纯依据平均值轻易得出结论，由于我们只是笼统将企业分为入驻企业和非入驻企业，并没有考虑行业的异质性和规模效应对于企业的创新绩效的影响；第二，通过表2将两组样本的某些特征变量直接对比发现大部分变量的差异都很显著，而这些变量可能是影响企业入驻高新区的因素，也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接下来笔者需要使用倾向匹配方法消除或减少两组样本之间的差异。    

表2 处理组与控制组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控制组均值
	处理组均值
	差值

	新产品产值占比
	0.0 371
(0.0 003)
	0.0 978
(0.0 028)
	0.0 608***
(0.0 002)

	企业规模
	  10.3 218
(0.0 032)
	 10.8 835
(0.0 154)
	0.5 617***
(0.0 149)

	企业所有制
	0.0 250
(0.0 004)
	0.0 540
(0.0 024)
	0.0 290***
(0.0 018)

	企业年龄
	 7.5 217 
(0.0 085 )
	7.7 619
(0.0 374 )
	0.2 402***
(0.0 389 )

	资本密集度
	5. 364
(0.0 024)
	5.7 607
(0.0 108)
	0.3 966***
(0. 011)

	出口
	0.3 531
(0.0 011)
	0.3 807
(0.0 051)
	0.0 275***
(0.0 052)

	研发强度
	0.0 021
(0.0 000)
	0.0 071
(0.0 003)
	0. 005***
(0.0 002)

	政府补贴
	0.1 443
(0.0 009)
	0.1 920
(0.0 043)
	0.0 477***
(0. 004)

	人均GDP
	1.2 678
(0.0 015)
	1.0 857
(0.0 064)
	-0.1 820***
(0.0 067)

	样本数
	8 295 
	165 916 
	157 621 


 注：(1)均值以下括号内为标准差；(2)***，**，*分别表示在1%，5%及10%水平上显著，除特殊说明外，此处注释，全文通用
2.3 方法简介

    由于无法识别“自选择效应”还是“高新区政策效应”，本文拟采用近年国际上较常用的倾向得分匹配来解决识别偏差问题。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为入驻企业（处理组）匹配出各类特征都相似的非入驻企业（对照组），再通过比较两者之间的创新绩效差异得到政策效果估计量。应用该方法样本必须满足两个潜在假设：其一，数据需要在同一时间产生，即数据产生具有一致性[
]。其二，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数据需要达到一定的比例。很显然，本文所使用数据（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特征满足以上条件，首先，无论是入驻企业或者非入驻企业，都在同一时间报具有同样指标的报表，二者之间具有可比性，满足一致性条件；其次，2005-2007年入驻企业和非入驻企业数目比重基本维持在1：20，而PSM只要处理组与控制组匹配比例只需达到1:4就可以获得较好的结果[
].因此使用该方法较为合理。 

3实证分析   

3.1倾向值估计结果

倾向得分匹配的第一步是利用logit模型估计企业入驻高新区的概率(即倾向值)，匹配过程即根据倾向值为处理组样本找到倾向值最为接近的控制组样本。Logit估计结果见表:3,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企业规模、企业所有制的系数都是显著为正的，说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决定入驻的概率就越大，同时表明国有企业入驻高新区的概率比非国有企业高16.8%，这可以解释为高新区是国家大力扶持、政府主导的一种政策工具，而国有企业的控制主体主要是政府，相比非国有企业具备天然的资源优势，其入驻的概率也相对较高。出口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出口企业更倾向于入驻高新区，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出口贸易近年来不断发展，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贸易增长方式也不再过分依赖加工贸易，出口企业往往倾向入驻技术集聚区，以此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以及提高出口贸易质量；政府补贴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政府补贴与企业入驻决策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研发强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研发强度高的企业决定入驻的概率较大，一般地，研发强度较大的企业意味着注重产品创新，即此类企业更有可能被国家级高新区的技术集聚环境吸引。   

表3 倾向得分的Logit估计结果
	变量
	变量名
	回归系数
	标准差

	size
	企业规模
	 0.0 335***
	0.0 063

	PRO
	企业所有制
	 0.1 668***
	0.0 300

	Age
	企业年龄
	0.0 033*
	0.0 017

	CI
	资本密集度
	 0.1 551***
	0.0 085

	Export
	出口
	 0.1 076***
	0. 0 140

	RI
	研发强度
	 2.6 083***
	0.2 184

	Subsidy
	政府补贴
	0.0 357**
	0.0 161

	GDP
	人均GDP
	0.0 503
	0.0 032

	Industry
	行业虚拟变量
	控制
	-

	City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

	Cons
	常数项
	-3.6 206***
	0.0 755


3.2匹配效果的检验  

在得到匹配结果后，需匹配效果进行检验，最终匹配效果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是必须满足共同支撑假设，第二是必须满足平衡性假设。 

共同支撑假设要求在完成匹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倾向值的分布形态基本保持一致，图2a和图2b分别是匹配前后的PS值核密度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匹配前处理组的PS分布重心显著高于控制组，而经过匹配后两组样本的PS分布几乎重合，由此可见匹配降低了两组样本的分布偏差，匹配过程有效，满足了共同支撑假设。 

平衡性检验的考察重点在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进行匹配之后是否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条件外生的假设下，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倾向得分上被要求是平衡的，其分布无系统性差异。本文通过单个协变量的双T分布检验以及匹配前后标准差减少程度对数据的平衡情况评价，表4报告了检验结果。表4结果表明：经过匹配后，几乎所有协变量在两组样本之间的偏差程度均降低到5%以下，且P值增大，相比匹配之前两组样本的协变量在分布上变得一致，这说明匹配过程有效，在统计意义上可以认为两组样本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即平衡性假设得到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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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a 匹配前PS值密度分布对比        图2b 匹配后PS值密度分布对比   

表4 匹配变量平衡检验结果

	变量
	匹配前后
	处理组
均值
	控制组
均值
	标准偏差
（%)
	标准偏差
减少幅度
（%）
	T检验P值

	企业规模
	Unmatched
	10. 884
	10. 338
	40.2
	98.3
	  0. 000***

	
	Matched
	10. 884
	10. 894
	-0.7
	
	0. 678

	企业所有制
	Unmatched
	0.0 533
	0.0 246
	14.9
	96.6
	  0. 000***

	
	Matched
	0.0 533
	0.0 543
	-0.5
	
	0. 783

	企业年龄
	Unmatched
	7.7 629
	7.5 382
	6.5
	96.9
	5. 770

	
	Matched
	7.7 629
	7.7 699
	-0.2
	
	-0. 13

	资本密集度
	Unmatched
	5. 789
	5. 367
	40.8
	93.5
	  0. 000***

	
	Matched
	5.789
	5. 761
	2.7
	
	0. 087*

	出口
	Unmatched
	0. 361
	0. 355
	1.1
	27.8
	0. 321

	
	Matched
	0. 361
	0. 357
	0.8
	
	0. 604

	研发强度
	Unmatched
	0. 007
	0. 002
	18.6
	88
	0. 000***

	
	Matched
	0. 007
	0. 007
	2.2
	
	0. 355

	政府补贴
	Unmatched
	0. 192
	0. 143
	13.3
	99.5
	0. 000***

	
	Matched
	0. 192
	0. 192
	0.1
	
	0. 969

	人均GDP
	Unmatched
	1.086
	1.307
	-36.4
	96
	0. 000***

	
	Matched
	1.086
	1.077
	1.5
	
	0. 345


3.3估计平均处理效应   

在经过上述的匹配过程后，处理组和控制组企业除入驻决策不同其他特征均相似，理论上估计企业入驻园区效果就变得相对简单，因为这两组样本之间的创新绩效的差异即是入驻决策的净影响。然而在实际中，仍存在多种匹配估计方法，笔者拟采用Leuven &Sianesi的相似做法[
]，从K最近邻域匹配法开始，同时使用一对一匹配以及核函数匹配等方法进行估计，每一种方法均采用bootstrap 技术来重复运行500 次以此保证结果准确性。表4 报告了估计结果。结果表明在匹配前运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出园区内企业比园区外企业的新产品产值占比高6.2%，提高百分比约172%；而经过匹配后的平均处理效应在3.69%至3.82%之间，即入驻高新区使得企业的创新绩效提高了62%至64%。尽管匹配前后估计方向一致，但是线性回归方法并未考虑到自选择偏差问题，一定程度上会高估入驻效果。   

 表5 倾向值匹配的处理效应
	估计方法
	处理组均值
	控制组均值
	ATT
	提升百分比
	标准误

	ols
	0.0 978
	0.0 360
	0. 0 620***
	172%
	0.0 019

	k 最近
领域匹配法
	
[image: image3.wmf]0.0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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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973
	0.0 593
	0. 0 380***
	64%
	0.0 034

	
	
[image: image4.wmf]0.1

d

=


	0.0 978
	0.0 604
	0.0 374***
	62%
	0.0 033

	
	
[image: image5.wmf]0.5

d

=


	0.0 978
	0.0 604
	0.0 374***
	62%
	0.0 033

	一对一匹配
	
[image: image6.wmf]10;0.01

k

d

==


	0.0 973
	0.0 602
	0.0 371***
	62%
	0.0 031

	
	
[image: image7.wmf]10;0.001

k

d

==


	0.0 973
	0.0 599
	0.0 374***
	62%
	0.0 031

	
	
[image: image8.wmf]20;0.01

k

d

==


	0.0 973
	0.0 604
	0.0 369***
	62%
	0.0 031

	Kernel函数匹配
	k; epan;bw; 0. 06
	0.0 978
	0.0 597
	0.0 382***
	64%
	0.0 038

	
	k; epan;bw; 0. 03
	0.0 978
	0.0 597
	0.0 382***
	64%
	0.0 038

	
	k; epan;bw; 0. 01
	0.0 978
	0.0 597
	0.0 382***
	64%
	0.0 038


3.4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分别从替换创新绩效代理变量及非高新区企业的识别两方面进行了检验。首先，前文的分析中仅以新产品产值占比作为企业创新绩效代理变量过于武断，而Griliches [
]，Hitt[
]，Hoskisson&Kim[
]等学者提到研发投入虽是企业研发的努力表征，但可直接促进企业的创新产出。Nelson &Winter[
]则强调企业研发投入有助于创新资源配置，可用于刻画创新绩效。。因此本文采用研发投入强度作为企业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另外，笔者将新产品产值占比替换为二元变量“是否有新产品产值” 后再次进行类似分析，从结果上看，尽管替换后平均处理效应大小不等，但是方向一致。总的来说替换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对结果并无太大影响。 

其次，尽管本文研究的是企业入驻高新区对其创新的影响，只需将企业邮政编码与高新区邮政编码不一致的企业与高新区企业做匹配分析即可，但由于近年来经开区与高新区在优惠政策、产业设施配套服务以及制度导向愈发趋同，直接将经开区企业直接纳入到对照组可能导致估计上的偏差。为此，笔者剔除经开区企业样本，再进行类似匹配分析，分析结果见表6，结果表明剔除前后的结果几乎无差异，即结果是稳健的。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稳健性检验方法
	处理组均值
	控制组均值
	ATT
	提升比例
	标准误

	替换代理

变量
	研发投入强度
	0.0 071
	0.0 037
	0.0 034***
	92%
	0.0 004

	
	是否有新产品产值
（二值变量）
	0.2 005
	0.1 511
	0.0 494***
	33%
	0.0 059

	
改变对照组样本

	0.0 979
	0.0 599
	0.0 381***
	64%
	0.0 036


4进一步讨论 

4.1入驻高新区对不同企业的异质性影响

为了考察入驻高新区对于不同企业的作用差异，笔者分别从企业生命周期④，企业所在行业、企业所有制、以及企业规模和企业所在区域五个方面，探讨了入驻高新区对于不同企业的异质性影响，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 

首先，分企业生命周期的结果表明，初创期以及成长期企业的入驻效果最为理想，而衰退期企业入驻园区的效果最不理想。一方面，初创企业或者成长期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资源相对匮乏，而高新区作为产业集聚区，创新创业氛围较浓，并且针对创业期企业或者成长期企业的服务体系比较完善，企业身处这样的环境对其创新绩效的作用明显；另一方面，衰退期企业入驻园区的效果最不理想的可能解释是“选择效应”的制约，高新区由于众多优惠政策而吸引了大量企业，为争夺有限的资源园内企业必然展开激烈的竞争，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随着市场份额的不断下降，人才流失严重，边际创新成本较高，这些衰退的企业在竞争中无明显优势。因此入驻对这部分企业并无益处。

    其次，分行业来看，入驻效果在高技术行业和非高技术行业之间之间存在差异：就入驻效果绝对值来说，高技术企业中表现更为强势，具体地，高技术园内外企业的新产品占比相差5.9%，而对于非高技术产业而言，两者仅相差3.7%。不同产业入驻园区效果差异并不明显，这可能是随着技术进步，区域产业联动关系强化，不同地区通过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逐步实现区域产业的协调发展，最后导致了产业间的处理效应差异不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就提升幅度的相对值来说，非高技术企业表现更加强势，提升幅度高达97%，而高新技术企业的提升幅度仅为54%，绝对值与相对值出现一定程度的偏离，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高技术企业的创新绩效基数大，根据边际效益递减原则，提升难度较大；另一方面，国家高新区在建设过程中未能准确把握“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功能定位，对于高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远远不够。

再次，分所有制来看，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的平均处理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入驻效果理想的是外商以及民营企业，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港澳台商企业的入驻效果却并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在入驻倾向上虽然比非国有企业要高，但是效果却并不理想；而与之鲜明对比的是，民营企业作为入驻的国内企业较大获益者，创新绩效提升幅度高达65%，这可能的解释是：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面临着更不利的外部创新环境，存在融资渠道狭窄或者生产要素供给紧张等困难，而高新区的设立为民营企业提供了更好的创新发展平台，有利于企业疏通资源、开阔企业融资渠道，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在入驻高新区之前就凭借政策扶持以及融资上的便利先天占据大量的优质资源，创新绩效相对较高，因此入驻所带来的边际效应就相对较低或者根本就无明显的绩效提升；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外商企业的提升比例在所有企业中最高，这可能是因为跨国企业通常在发展中国家采取“资产开拓战略”，即研发和创新主要集中在母公司，其海外子公司直接利用母公司的技术来开拓海外市场，高新区作为人才聚集高地，入驻园区使外商企业获取大量技术人才资源，因此有效地提高新技术消化吸收能力。 

    然后分规模⑤看，大型企业的平均处理效应绝对值最大，小型企业的相对提升幅度最大。这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大型企业占据着明显的规模优势，因此创新绩效相比中小型企业的基量大，边际提升幅度小；另一方面，小型企业对市场反应敏感，能够及时把握市场的机遇，而高新园区作为技术集聚区，为这些企业提供良好的创新条件，企业入驻园区后积极利用这些创新资源开拓创新。 

最后，分区域看，东部企业的平均处理效应最为理想。具体来说，东部地区的创新绩效提升效应为3.4%，提升幅度达到54%；这与姜彩楼等(2012)的研究结果类似：即东部发达地区的高新区政策比西部有效[
]。可能的解释是因为东部发达地区集聚了大量的资本以及优秀人才，高新区的优惠政策会带动企业发展，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西部缺乏优良的基础条件，仅高新区一项作为政策补贴不足以大幅度提高企业创新绩效。     

 表7 区分样本异质性的PSM分析结果 
	区分样本异质性
	处理组均值
	控制组均值
	ATT
	提升比例
	标准误

	 分企业生
命周期
	初创期
	0.1 669
	0.1 142
	0.0 528*
	46%
	0. 0 320

	
	成长期
	0.1 719
	0.1 264
	 0.0 455**
	36%
	0.0 219

	
	成熟期
	0.2 236
	0.1 686
	 0. 0 550**
	33%
	0.0 257

	
	衰退期
	0.1 564
	0.1 506
	0.0 058
	4%
	0.0 516

	分行业
	高技术行业
	0.1 677
	0.1 088
	 0.0 589***
	54%
	0.0 093

	
	非高技术行业
	0.0 757
	0.0 384
	 0.0 373***
	97%
	0.0 035

	分所有制
	国有
	0.1 737
	0.1 499
	0.0 238
	16%
	0.0 159

	
	集体
	0.1 339
	0.1 146
	0.0 192
	17%
	0.0 203

	
	民营
	0.0 902
	0.0 547
	 0.0 355***
	65%
	0.0 058

	
	港澳台
	0.0 549
	0.0 432
	0.0 117
	27%
	0.0 111

	
	外商
	0.1 034
	0.0 595
	 0.0 439***
	74%
	0.0 098

	分规模
	大型
	0.2 289
	0.1 425
	 0.0 864***
	61%
	0.0 295

	
	中型
	0.1 286
	0.0 983
	 0.0 303***
	31%
	0. 0 090

	
	小型
	0.0 866
	0.0 425
	 0.0 441***
	104%
	0.0 038

	分区域
	东部
	0.0 981
	0.0 638
	 0.0 343***
	　 54%
	0. 0 050

	
	中部
	0. 1 040
	0.0 735
	 0.0 305***
	41%
	0.0 093

	
	西部
	0.0 939
	0.0 929
	0.0 010
	 1%
	0. 0 070


4.2企业入驻不同级别的高新区的异质性影响   

既然企业入驻高新区对其创新产生了积极效应，那么这种效应对于不同级别的高新区中有较大差别吗？一个很直观的推测是，企业入驻的高新区级别越高，那么促进效应越强烈。为此，笔者将高新区企业划分为省级高新区⑥企业以及国家级高新区企业，而对照组企业包含既非省级又非国家级高新区企业，然后分别将两类企业与对照组企业做匹配分析，得出的结果如表8所示。结果表明，相比入驻省级高新区，入驻国家级高新区的企业的创新提升效果更为明显。一方面，省级高新区的企业产品创新程度并不是很高，使其知识产权保护的动机相对减弱，区内企业往往倾向跟区外企业形成配套生产共同获益，而国家级高新区企业产品创新程度较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较为强烈，区内企业尽可能避免与区外企业合作生产，因此入驻国家级高新区的企业的提升幅度远比省级的高；另一方面，国家级高新区是技部主导的政策工具，相比由地方政府主管的省级高新区来说，无论是优惠政策还是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等有益于企业创新创造的园区配套设备，都会更为完善，因此两类园区的ATT出现较大差异也是合理的。

表8 区分高新区异质性的PSM分析结果

	高新区类型
	处理组均值
	控制组均值
	ATT
	提升比例
	标准误

	省级高新区
	0.0 634
	0.0 419
	0.0 215***
	51%
	0.0 058

	国家级高新区
	0.1 069
	0.0 685
	0.0 384***
	56%
	0.0 038


5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考察了园区内外企业的创新绩效的差异，对比以往方法，倾向值匹配模型通过构造企业不入驻高新区的反事实状态，能够有效地解决企业入驻分布的随机性问题，从而确保研究结论的因果性。在控制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后发现，企业入驻国家级高新区能够有效提升其自身创新绩效，并且在改变匹配方法以及参数、替换代理变量以及重新识别对照组样本后重新进行PSM分析，结果仍然稳健。此外，本文从高新区级别异质性以及企业异质性角度讨论了平均处理效应的不同影响。 具体来说：企业无论是入驻省级高新区还是国家级高新区对自身创新绩效都是显著促进的，且国家级高新区的效应更为明显；另外，企业入驻高新区的创新效应存在明显的企业异质性，表现为初创期、小规模、民营的东部企业从“入驻行为”中获益最大；最后，从行业异质性角度分析入驻效果，高技术行业的的平均处理效应并不比非高技术行业的强，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级高新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功能定位相背离。 

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从高新区的整体运行情况来说，高新区政策对于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应当不遗余力推进高新区的建设以及应继续优化高新区投资招商环境，让更多的企业享受到政策利好；其次，从高新区异质性角度看，国家级高新区的政策效果比省级高新区更为明显。省级高新区应当积极学习国家级高新区的建设经验；再次，就高新区政策的企业异质性来说，初创期、小规模、民营的企业从“入驻行为”中获益最大，高新区的优惠政策应积极向此类企业倾斜，发挥最大化效益；另外，从高新区政策的区域差异来看，中东部的政策效果比西部要明显，政府应注重投放西部偏向性政策，实现区域之间平衡发展；最后，从产业扶持重点角度看，高新区在建设过程中应该强化“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功能定位，优先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本文研究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如企业创新绩效，由于数据缺乏，我们仅用企业的新产品产值占比以及研发投入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而未将专利作为被解释变量一并回归以验证结果的可靠性；此外，我们仅使用了2005-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时效性不强，这些不足都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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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这里高新区指的是省级及以上级别的高新区，本文选取省级以上高新区的原因如下：第一，省级以上高新区受到明显的政策扶持，与之相比市县级别高新区政策优惠较少，评价意义不大；第二，市县级高新区的数据披露不全面，难以获取。 


②这里园区政策指的是开发区政策，由于针对高新区政策的微观效应研究较少，且开发区包含高新区，遂将开发区政策相关研究一并梳理。


③高新区名单是根据《� HYPERLINK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gov.cn/zwgk/2007-04/06/content_574049.htm&q=2006%E5%B9%B4%E5%BC%80%E5%8F%91%E5%8C%BA&ts=1494380134&t=b4cb2a4254a72e9bedc18ef49f44939&src=haosou" \t "https://www.so.com/_blank"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06年版)�》以及《2001-2007年火炬统计资料》得到，截止2007年，共有53个国家级高新区，65个省级高新区。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邮编指标来与各个高新区邮编进行匹配，以此判断企业是否是入驻企业，高新区邮编均由笔者手工从各个高新区官网中获取。 


④本文的企业生命周期划分方法主要采取的是Dickson现金流组合法划分。 


⑤这里笔者是按照国家统计局《大中小型工业企业划分标准》划分企业规模的，具体地，年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均在5亿元以上的为大型企业，年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在5000万元以上5亿元以下为中型企业，5000万元以下的企业为小型企业。


⑥省级高新区名单根据《� HYPERLINK "http://www.so.com/link?url=http://www.gov.cn/zwgk/2007-04/06/content_574049.htm&q=2006%E5%B9%B4%E5%BC%80%E5%8F%91%E5%8C%BA&ts=1494380134&t=b4cb2a4254a72e9bedc18ef49f44939&src=haosou" \t "https://www.so.com/_blank" �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06年版)�》整理而来，截止到2007年，全国共有65家省级高新区，判断是否是区内企业仍然是按照手工搜集的邮政编码对比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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